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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喜剧属于美学的喜剧范畴。喜剧范畴外

延宽广，几乎含摄艺术的所有门类，包括音乐喜剧、

绘画喜剧、雕塑喜剧、文学喜剧、戏剧喜剧和影

视喜剧等。作为小说的《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外

史》），首先是文学的一个种类，但从美学的角度看，

它又是喜剧艺术的一个品种或样式，故称之为文

学喜剧，它与戏剧喜剧属于同一个逻辑划分层级。

自《外史》问世以来，评论、解释它的文章和著

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根据解释学基本原理，艺

术常新。我们把《外史》置于现代美学视域重新

解读，庶几别有新意。

中国近代（这里的近代是指世界哲学思想发展

史上的近代，具体指启蒙思想产生存在的时代，中

国的启蒙思想由明代思想家李贽滥觞）有无与西方

近代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类并可与之相匹敌的小

说？有，它就是《外史》。中国有无类似于果戈

理《死魂灵》的讽刺小说？有，它就是《外史》。

《外史》一出，小说史上首次出现了专门揭露、批

判现实的小说，批判现实的讽刺小说成为新的一体。

在此之前，讽刺批判的内容仅仅构成小说内容的一

个要素，在认识上，或失之于浅陋，或失之于偏颇，

在美学上又有许多不足，与喜剧美的形式不甚相合。

故不能独立成为一体。对此，鲁迅说得最全面、最

透彻：

寓机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

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中，大抵设一庸人，极形

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

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

时亦深刻，讽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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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每似集中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

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

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

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

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执公心，指擿时弊，

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

鲁迅这一精当的评语为我们正确地分析《外

史》的思想内容和审美形式提供了一个指南。

一、《儒林外史》的讽刺内容和审美理想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序》中概括全书的内容大

概：“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

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

柱。”［2］前三类人是《外史》所讽刺的主要对象，

后一类人集中体现了《外史》的审美理想。

《外史》批判、讽刺和嘲弄的对象“尤在士林”，

其中用墨最浓、讽刺最切、寄情最深的是以下两类

人物：一类是跻身于官场、仕途通达、醉心于功名

的显儒。这一类人物中又有种种：有的仕进顺利，

一举成名，官禄双全，荣显一时，如汤知县、王惠

之流；有的则仕进蹇滞，半辈子在科举的道路上折

腾，历尽辛酸，接近暮年才中举成名，获得高官厚

禄，如周进、范进。另一类是奔竞于仕途，屡试不中，

最终被挤出官场，彻底败下阵来的穷儒。这一类中

也有种种人物，面目各异：有一生迷于举业别无他

求的偏执懵懂之儒，如马纯上；有穷困潦倒、不谋

生计、游手好闲、招摇过市的虚伪隐士山人，如杨

执中、权勿用；还有终身布衣、恪守儒学义理的迂

腐不化之儒。除此之外，还有与儒林沾得上边的贡

生、监生、斗方名士，靠招摇撞骗搞到头衔的假秀

才等，这些也在批判讽刺之列。以上种种人物，表

面上各具一副面孔、一副心肝，内里大同小异：都

热衷于名利富贵权势，奔竞于仕途官场，都利欲熏

心，趋炎附势，富贵肠内热，功名枉一生。他们或

因科举而变了心态，或因儒业而失却了本心，或因

追求富贵而丢了道德，或因一味地渴望功名而忘了

廉耻，做尽了坏事、丑事、可笑的事。那个所谓的

“父母官”汤知县为了“清名”，把个回子老师傅

用枷枷了，堆上牛肉，在大热天活活闷死。那个以

德行入贡的严贡生利欲熏心，乘弟亡之机，赶走了

弟媳妇，夺了她的家资。进士出身的王惠，刚一到

任，就问前任下僚：“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

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3］那个自称是蔑

弃功名的高人隐士权勿用竟因他好友的儿子拿了他

的钱而翻了脸，与杨执中绝了“刎颈之交”，还有

那市井无赖牛浦郎，为获得“名士”的称呼，偷了

亡人牛布衣的诗稿，登了他自己的名，冒充死去的

牛布衣，并闹出一个老妻寻夫的佳话来，等等。所

有这些，都是儒林中的人物干出来的。可恶、可恨、

可悲、可叹、又可笑。《外史》将讽刺的笔触指向

儒林的种种丑态、怪事、荒唐行为和变态心理，连

带整个社会、风俗、人情，其讽刺的内容已经超出

儒士这个阶层，及于整个封建社会。在批判封建现

实的广度上，《外史》是前无古人的。它以细腻锋

利的笔端解剖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社会心理根源，

描绘了一幅批判现实的讽刺画。

《外史》讽刺现实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对丑恶现

实的揭露和批判没有局限于个别人物和事件，也没

有局限于局部社会现象，它批判的是集中体现封建

价值观念体系，代表整个封建制度的科举制，并在

社会心理的深层揭示了它的腐朽、没落、反人道的

性质，从而暴露了整个封建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

指出了它的无价值、无意义，揭穿了它的空虚、伪善。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无论统治阶级自信它多么

伟大、多么神圣、多么永恒，只要它是反人道的，

是人、人性的否定物、异化物，它就成为无价值、

无意义的空虚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清代

封建制的腐朽性和走向灭亡的必然性集中体现在科

举制的反人性的异化性质上。吴敬梓惊人的胆识就

在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将封建制度标榜为万古不变

的神圣永恒的制度时，他以讽刺的笔法，透过世态

人情的表层，深入到人们的心理深层，洞幽察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九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 220 页。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 452 页。

［3］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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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科举制腐蚀毒化人性和人心的罪恶，形象地

再现了科举制的异化状态，预示了整个封建制度行

将灭亡的消息。

封建科举制从它确立之日起，便形成一种矛盾、

分裂的社会心理模式，它将个人的私欲与社会国家功

利，个人的野心、欲望、贪欲与服务于国家的忠诚、

理性、伦理、道德等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

社会制度、现实存在越是腐朽，越是不合理，国家、

理性、伦理、道德便越是不可靠，人们对它的怀疑和

否定就愈厉害。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支撑科举制存在

的社会心理——理性、伦理、道德全部瓦解了，只剩

下赤裸裸的个人野心、欲望和贪婪。科举和儒学便成

了个人野心和私欲的外在社会化、制度化形式，成了

罪恶心理的外在社会表象。科举制的全面异化就是从

这里开始的，儒学的自身否定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原始儒学实质是内在人性心理与外在伦理的统一，学

问与伦理实践的统一，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这正是它

的显著的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儒学和科举一结合，

情形就变了：读书与做官、学问与权力、制艺（做八

股文章）与财富统一起来了。从此，儒林士人便不再

在内在德行的修养上做功夫了，心灵转向外在的权力

和财富，执着于它，再也不能归复他的本性了。于是

原始儒学的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被彻底地扬弃、否定

了，心灵被权势和财富所异化，人性道德堕落为赤裸

裸的低级动物式的欲望。心灵的这种异化，并非是仅

仅发生在知识阶层精神世界中的惨剧，其魔力及于全

社会。它像洪水一样，向全社会泛滥开来，把整个社

会人心毒化了。竞争于科举之途，仰慕权势功名富贵，

不但是儒林的共同心理，而且是普遍的社会心理。人

人争科举，人人贵八股，其实崇尚的只是权力和财富

而已。马纯上说得透彻：为人立身处世“总以文章举

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没有第二件可以出

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

有颜如玉。”［1］整个社会人心都系于功名富贵几个字，

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没有了。功

名富贵高于一切，它高于父母，高于爱情，高于自我

生命，它能抵得上人间一切最宝贵的东西，有了它，

似乎就有了人间的一切。儒林士人如此想，市井小民、

闺中少妇也这样想。你看那胡屠户在女婿没有功名之

前还像个岳丈吗？范进要去乡试没有盘费，向他借钱，

他不但不给借，还唾了范进一脸，骂了个狗血喷头。

等到范进中举以后，胡屠户全然换了另一副面孔，他

一听到消息后，就“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贺

喜”，把范进看成神，女婿从原来的穷鬼突然变成天

上的“文曲星”［2］。这似乎在人间只有功名而没有

女婿，也只有功名富贵，而没有岳丈。

还有那位痴迷于功名的鲁小姐，她与蘧公子两

情相好，结为夫妻，相互爱慕，本来是理想婚姻，

可她心里只迷举业、功名、八股文章，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她婚后不久发现丈夫意在诗赋，不求

上进，制艺不精，便心灰意冷，倒了精神。［3］

一个燕尔新婚、尚不经事的青年女子，不知爱

情为何物，只知举业、功名、进士、举人，被富贵

势利之心迷了心窍，可见，科举毒化人心是多么深

广啊！儒林之外的村夫、闺女如此心理，从此一斑

可见整个社会人心。《外史》批判现实的伟大意义

和不朽认识价值就在这里：它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剖

析了被科举制异化了的普遍社会心理。

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的讽刺文学不同，《外史》

不仅仅限于指出社会的弊端，局限于给病态的社会开

出病方，它在否定不合理现实的同时，还正面展示了

生活的理想，并通过塑造肯定型人物形象，直接表现

作者的审美理想。《外史》中的王冕、杜少卿、庄绍光、

虞博士，末一回中的四个“市井奇人”，都是作者所

肯定的，直接寄托他自己的审美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

《外史》的审美理想所包含的伦理价值观念复杂

而矛盾，含混不清。其中有正统儒学的价值观念，也

有启蒙思想的因素。王冕、庄绍光、虞博士等人所表

现的思想，仍没有超出儒家思想的范畴，其基本精神

不过是原始儒家的道德主义和礼治精神而已。王冕是

作者心目中的“中流砥柱”，他向朱元璋献策时说：

“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

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

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4］作者否定科举，

似乎是意在复古，恢复先秦儒、法并重的理想盛世。

［1］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138 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27-30 页。

［3］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96-98 页。

［4］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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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借另一个理想人物迟衡山之口说：“而今读书的朋

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

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1］

杜少卿所表现的思想则具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因

素，男女平等的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杜少

卿的朋友季苇萧多吃了几杯，借酒醉劝少卿纳妾，杜

少卿劈头盖脸给以批评，对一夫多妻深恶痛绝：“苇

兄，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

好也。况有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

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

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

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

子的人或者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2］

《外史》在末了一回，所塑造的四个市井奇人，

全是凭一技之长惨淡经营、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

作者对他们的操行及他们所从事的所谓“贱行”给

以充分的肯定，批判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的陈腐的封建意识，这一新的价值观念，也突破了

封建价值观念体系，流露着近代启蒙思想的气息。

《外史》所表现的理想，只是其讽刺画面的装

饰而已，它不是小说的主体，构成小说主体内容的

仍然是讽刺，从整体上看，《外史》仍属于否定型

喜剧范畴。

二、《儒林外史》的批判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它受

它所反映的现实的特殊规定性制约，因此，它不是

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严格地说，西方批

判现实主义是在19世纪产生、形成的，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标志着这一方法的成熟。在中

国，批判现实主义产生、形成于 18 世纪，《儒林

外史》便是它产生的标志。在此之前，没有批判现

实主义，因为批判现实主义是与人的本质的全面异

化这一事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的本质的

全面异化，也就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没有批判现实

主义文学艺术。人的本质的全面异化，是异化的社

会制度所导致的结果。全面异化人的本质的社会制

度，在西方正是 19 世纪确立起来的普及整个欧洲

乃至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则是清代日臻完

善，日益普遍深入人心，普及全社会各阶级、各阶

层的科举制度。中国批判现实主义与西方批判现实

主义的现实基础尽管不同，但在暴露人性异化的这

一基本原则上是相通、相同的。因此用西方批判现

实主义的概念解释中国批判现实主义也是恰当的。

批判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以人物与环境

的具体统一，内在性格与外在动作情节的统一为最

基本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它在描写人物性格的

某些缺陷、缺点、不足、丑陋和丑恶时，总是把它

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去描写，放在人物与环境的辩证

关系，及其发展运动的过程中去描写，将丑恶描绘

为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中的

产物。它不描写离开具体环境的抽象的美和善，也

不描写脱离具体环境的抽象的丑和恶。这样一来，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便和任何广义的暴露文学，描写

个别的、局部的、偶然的、丑恶的讽刺幽默文学严

格地区别开来。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也有不少毛病、

缺点和罪恶，但这似乎是天生的一种坏品性，与社

会无关，也无损于英雄的高尚精神。《荷马史诗》

中的阿喀琉斯，一出场就是那样一个暴躁易怒的人，

就是一个贪功好名的人，这种恶劣品性是他与生俱来

的自然禀性。赫克里斯这个经常与妖魔鬼怪作斗争的

英雄，一夜强奸了第斯厄乌斯的五十个女儿，这种放

荡不羁的淫欲，与他所从属的那些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一点儿也没有。他们本来就是

那样的人。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第涅，托尔斯泰笔

下的玛丝洛娃，他们身上也有不少缺点和罪恶。但这

些东西不是天生禀性，而是由他们的罪恶环境熏陶熔

铸而成的。同样《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有许多坏毛病、

严重的缺点，《外史》中的一系列人物也有许多毛病

和坏品行，但性质不同，前者是脱离具体社会环境的、

抽象的、偶然的，后者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具体

的，必然的。匡超人并非是个天生的势利小人，是环

境、制度、风尚使他成为势利小人。

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条重要原则是否定罪恶的

社会、法律制度和人物环境，而不否定丑恶的个人，

对于罪恶环境中的个人则给予更多的同情。因此，

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在表现人物的丑恶和罪行时，必

须突出表现罪恶环境对他的影响，细致地描绘环境

改变、异化他的善良人性的全过程，揭示造成他的

［1］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298 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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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和丑恶的社会原因，把他的毛病、缺点和罪恶

描写为一个不为他所左右的社会运动过程的结果，

以便最终将批判的锋芒引向社会、制度和环境。

《外史》正是这样。匡超人这一人物的塑造所

体现的正是上述原则。匡超人是一个转化人物。作

者将他的性格放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环境中去描写，

并突出描写他性格的转化和蜕变，集中笔墨揭示他

由好变坏的社会原因。

他最初是一个善良的、充满人性、富有人情的

人。他心疼关怀他重病在身的父亲，热爱他的母亲，

照顾体恤他善良、懦弱的哥哥和嫂嫂。在处理家庭

关系上，看出他的善良、朴实、仁义厚道，这就是

贫贱时候的匡超人。［1］

匡超人进了学，发了迹，便换了一副面孔，变

成另外一个人，他添了一肚子势利见识，成了一个

趋炎附势、无情无义的势利小人。在他的脑子里除

了功名、势利、虚荣心之外，人情、道义等人之真

性情全部消失殆尽！他娶了扶院差人的女儿，在有

身份的人跟前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怕人家看轻了他；

他有了一点功名之后，便拿起了架子，在朋友面前

摆起身份来了。他先前的诗友景兰江有事邀他到茶

室里去坐一坐，他觉得有失身份，推故不去：

匡超人近日口气不同，虽不说，意思不肯到茶

室，景兰江揣知其意，说道：“匡先生在此取结赴

任，恐不便到茶室里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

风，我们而今竞到酒楼上去坐罢，还冠冕些。”当

下邀了二人上了酒楼，斟上酒来。［2］

匡超人不去茶室，酒楼终究去了，真是虚荣至极。

他有了功名，便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

他在寒苦的时候，潘三帮了他不少忙，不算是有义，

也算是有恩。潘三负罪入狱后，他正发迹走运，但

他把潘三忘得一干二净了，连看也不看一眼，更谈

不上什么接济、回报。

他是完全被异化了，他只知道朝廷的俸禄和

规矩，友谊、道义等全被抛弃了。他自己也成为

一条干勒勒的朝廷“规则”，一具可怜的领取俸

禄的僵尸。

是什么东西将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改变成一个卑

鄙势利的人？是科举制，是由科举制产生的整个社

会习尚。匡超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被包围

在惟举为大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习俗之中。他无法

摆脱制度、习俗对他的影响，并且逐渐自觉地接受

它的影响，最后彻底被异化了。

匡超人最终变坏了，人性丧尽了。这不应归罪于

匡超人，而应归罪于环绕着他的环境和制度，我们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段话来评论匡超人，是非常恰当、

公平的：“一切都取决于社会习惯，取决于环境，也

就是说，归根结底一切都仅仅取决于环境，因为社会

习惯也是从环境产生的，你谴责一个人有罪，首先必

须仔细看一下，究竟是他犯了您所谴责他的那种罪过，

还是环境和习惯有罪过，好好地看一下吧，也许这完

全不是他的罪过，而只是他的不幸。”［3］

《外史》在描写人物的丑恶和罪过时，注意人

物与环境的具体的统一，注意发掘形成丑恶和罪过

的社会原因，突出表现社会环境和制度的罪恶性质，

这正是它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

批判现实的内容固然与讽刺的内容有联系，但并

非所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都是讽刺作品，批判现实

主义内容成为讽刺性喜剧的内容，还决定于贴切的适

当的讽刺表现手法和形式。《外史》既是中国文学艺

术史上开启批判现实主义之先河的第一部杰作，又是

焕发出奇光异彩的一部讽刺性喜剧。它将颇富历史深

度和广度的批判现实内容与诙谐诡谲的喜剧表现形式

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二者严丝合缝，浑然无间。

三、《儒林外史》的喜剧表现形式 
和审美特色

《外史》在揭露批判丑恶现实的同时，采用了

多种喜剧表现形式和手法，显现出一枝独秀且绚丽

多彩的喜剧美，堪称喜剧艺苑之一绝。其奇美卓绝

集中显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讽刺、揶揄和诙谐兼用并存，交相映衬

讽刺、揶揄和诙谐作为喜剧的分范畴，它们之

间的差别是细微的，它们与幽默一样，包括主体和

［1］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141-143 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179 页。

［3］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选编《普列汉诺夫哲学著

作选集（第四卷）》，三联书店，1959，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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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两方面的性质：作为主体的主观审美特质，便

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特殊评价态度，作为客体的审

美特质，便是客体所呈现出来的乖谬、不谐调的矛

盾相。英人梅瑞狄斯从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入手，

深刻地分析了讽刺、揶揄和诙谐的细微差别：

如果你觉察到可笑的，而你的心因此冷了下去，

你就是落入讽刺的手掌。

如果你不用讽刺的棍子去打那个可笑的人，弄

得他乱扭乱叫，而宁愿在半抚慰的伪装下刺他一记，

使他在感觉痛的同时还弄不清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

伤害了他，那你就成了揶揄的工具。

如果你尽量地笑他，把他摔倒，让他滚来滚去，

打他一记耳光，又向他洒点眼泪，承认他有种地方

像你，而你有种地方也像你的邻人，既不回避他，

又不放过他，既可怜他，又揭露他，那你就是受着

一个诙谐精灵的指挥。［1］

吴敬梓在塑造一系列喜剧形象时，很精细地把

握了上述种种喜剧形态的细微差别。他根据喜剧形

象的丑陋程度和表现状态的不同，分别以讽刺的态

度、揶揄的态度和诙谐的态度对待之，使他们成为

讽刺的形象、揶揄的形象和诙谐的形象。

范进、周进是纯粹的讽刺的形象。作者对于这

一类执迷于功名的势利之儒给以犀利峻切的揭露和嘲

弄，他用尖刻辛辣的笔调嘲笑他们的虚伪无耻，奚落

他们被势利功名迷了心窍的变态心理，对他们的态度

主要是讥笑、嘲讽、鄙夷，而同情、哀怜之情甚微。

对于王玉辉这样的迂腐之儒，作者则主要以揶

揄的态度对待之。他放声大笑他的古板迂腐，也为

他深藏着的真性情悄悄流泪，他刺也刺得深，哀也

哀得真。憎恨与爱怜，讥刺与同情交织在一起，寄

托于王玉辉这个形象的描写之中，使他成为一个揶

揄的形象。

对王玉辉力主女儿殉夫这种荒唐行为，作者给以

深深一刺之后，开怀大笑。王玉辉得知女儿决心殉夫

的心志后，不但不去劝阻，反而极力撺掇女儿，促成

这件事。他全然不顾老妻的爱女之情，在妻子哀戚戚、

急匆匆去亲家家送别女儿之时，王玉辉竟然平心静气

地待在家里，“依旧看书写字”静候女儿的死讯。女

儿终于在婆家自尽殉夫了。当王玉辉听到这消息后，

竟然拍手称快：“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

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

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2］

王玉辉笑了，笑得古怪，笑得惨然，在这笑声

中饱含着作者峻切的讽刺、嘲笑和谴责。

王玉辉终究笑得不痛快，当阖县乡绅们为他的

女儿建坊入祠举行祭礼时，他“转觉心伤，辞了不肯

来”［3］，这又看出他尚有几份人的真情在。这不是

一时一刻的偶然心情，女儿的死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哀

伤，这哀伤一直占据了他古板、迂腐而又善良的心。

他借旅游来排揎心头的哀伤，“上船从严州、西湖这

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

当他游西湖时，“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

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3］

这饱含着真情的眼泪真切而感人，字里行间充

满了作者对这个善良老儒生的同情、哀怜和抚慰。

马纯上则是被诙谐的精灵驱使着的一个形象。在

这个固执迂腐的俗儒身上，既有作者轻松愉快的谐笑

之情，也有深切含蓄的爱怜抚慰之意。作者尽情地取

笑他、奚落他、嘲弄他，凡是有可能使人发笑的大小

缺点，他一个也不轻易放过，但在讽刺之余总是流露

着他对其古道热肠的赞赏和肯定，即使是在讽刺他的

最严重的缺点时，也总是带有几分深切而温润的善意。

他取笑马纯上的古板、迂腐、粗俗、寒酸；奚

落马纯上的蠢笨、死相、呆板，如写马纯上在洪憨

仙面前上当受骗一事，直到洪憨仙死了，马纯上还

认为他是三百多年的神仙，等到洪憨仙的亲信把许

多事情向他说破了，他还是坚信不疑，他的呆相使

人忍俊不禁。［4］但是作者在尽情嘲笑他的缺点的

同时，又巧妙地显露出马纯上的一些优点，比如他

为倾盖之交蘧公孙的危难慷慨解囊，弄得身无分文，

他与匡超人素昧平生，乍一见面，只因他话说得投

机可心，又因他着实寒苦可怜，便倾囊襄助，济人

困苦。其中也有轻微的嘲讽，但更多的是写他的诚

［1］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79，第 84-85 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426 页。

［3］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427 页。

［4］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 132-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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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憨厚和古道热肠。

由于作者很有分寸地使用了讽刺、揶揄和诙谐，

便使诸多喜剧形象，不但在性格上各具一副面貌，

而且在外在喜剧风格上也各具特色，或为讽刺的形

象，或为揶揄的形象，或为诙谐的形象，等等，于

是在一个艺术表现平面上，充分展开了喜剧的各个

分范畴，以各个分范畴的特殊喜剧美，构成一个复

合喜剧形态，看似五光十色，而感情色彩深浅浓淡

排列有序，具有光谱系列式的审美效果。

（二）巧用对比和夸张

对比是喜剧常用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也是喜

剧的较为普遍的表现形式。对比貌似简单，但它具

体运用的方式、情景又是非常复杂的。两相对比的

事件、情节仅仅因空间和时间距离的不同处理，便

显现种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外史》在塑造一

系列人物形象时，经常使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其

中颇具特色的是瞬息时间距离的对比。这种对比手

法将两相对比的事物或情节在时间上拉开一点点距

离，使截然相反或相对的两种情节几乎在瞬间同场

出现，仿佛电影中一闪即过的两个对比的蒙太奇镜

头，时间距离极近，反差大，对比强烈鲜明，从而

造成一种浓郁的喜剧气氛和讽刺效果，如第四回里

讽刺严贡生伪善的那一细节：

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

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真率，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

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 

相爱……”［1］

话音还未落，一个相反的情景接着出现了，使

严贡生当场出了丑：

一个蓬头赤足的小使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

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什么？”

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

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

“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

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1］

这种言与行的对比，也可以在时间上拉开一段

较长的间隔距离，但那样处理，又是一种艺术效果，

讽刺峻切、对比的强烈显然比不上这种近距离对比

的效果。

夸张的妙处在于假中有真，它和喜剧的关联点

不是生活现象的客观逻辑，而是极度扭曲真实的突

破常识的夸张、变形和乖谬。《外史》也常常使用

夸张的手法，其独特之处就是对生活的真实作大胆

的出乎常识的夸张描写，使其显出荒诞、变形、乖谬。

范进中举，闻讯惊喜而疯的那一细节描写，便是典

型的一例。当他反复看了自己中举的喜报后，拍手

大笑道：“‘噫！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

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救醒之后，又拍着手大笑，

“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

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

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

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2］

这显然是夸张的描写，它突出的不是正常人的

真实心理，而是一个科举迷的反常、变态心理。正

是这种超越正常的反常、变形和荒唐，造成一种特

殊的喜剧情境。假如它突出的是生活的真实逻辑，

这喜剧情境也就消失了。其夸张的妙处在于，极尽

想象之张力，突破常情常理之边界，又不离绝情理

真实之中心，似真似幻，真中有幻，幻中有真，于

是呈现出清虚空灵之意象。

［魏久尧  延安大学文学院、西安培华学院］

［1］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 37 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 26-27 页。


